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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白鹿原》改编看电影与文学的非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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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小说 《白鹿原》到改编成电影 《白鹿原》，时间相隔１９年。在电影 《白鹿原》中，由于改

编者的急功近利、理解偏差与原作者迁就、失语，因而出现忽视原著精神内核、审美价值的非良性互动现

象。电影改编应坚持对文学原著精神内核的尊重与借鉴，文学也应坚守以保有艺术独创性为前提的良性互

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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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与小说：改编的急躁与作者的迁就

从小说 《白鹿原》的问世到电影 《白鹿原》
的公映，间隔有１９年之久。这不是由于文学与
电影任何一方的 “恨嫁”，而是立项、审查以及
市场运作等方面的重重困难铺就的 “银河”阻碍
了这对早应相会的 “牛郎织女”。早在２００１年，
作家陈忠实在与电影导演吴天明就 《白鹿原》的
电影改编问题 “久谈不下”时，就坦言：“再不
能拖下去了。”［１］但是直到２００９年西安电影制片
厂与陈忠实签订的电影改编授权过期，《白鹿原》
文字与影视的相遇都没有实现。陈忠实显然已经
非常着急了，面对多家想获得改编权的单位，他
“当时提出一个条件，谁获得电影局许可，就把
改编权给谁”。［２］相较于作品改编的内容与质量，
作家似乎更急于实现作品影视化的外在形式。与
此相对应的，电影人也缺乏对这部当代文学史上
重量级著作的真诚敬畏，而更热衷于小说巨大影
响力可能带来的商业价值。在电影导演王全安和

原编剧芦苇的剧本之争中，芦苇透露：“我耗时
五年写了七稿。后来看王全安说他写 《白鹿原》
剧本只用了十六天，我深感愕然，读他的剧本，
确实也就是十六天这种快餐水准。后来他拍片时
才意识到他这稿不行，反过头来又大量搬用了我
的剧本内容，总算是踉踉跄跄把电影拍完了。”［２］

电影导演如此贸然出手确实让人愕然。而在实现
电影包装之后，文学一方对电影版本的内容也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在被问及为何对 《白
鹿原》电影改编的态度 “很宽容”时，陈忠实坦
言：“只能如此。我也听说过一些小说的作者和
导演编剧之间关于作品的争执。哪儿多了，哪儿
少了，一旦争起这个来，结果都是很不愉快的，
而且作家还很难改变编剧和导演的意见，那我也
就顺其自然了。”［３］ “牛郎织女”终于相会，却原
来并非真心倾慕，而是急急忙忙地利用彼此的社
会影响力，以期凭借结盟的噱头谋求名利双收。
如此急躁而功利的联姻，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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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不谈电影中充斥的秦腔、麦浪等镜头意象
让人感到是在欣赏旅游宣传片———这也许是由于
陕西旅游集团投资制作的商业原因，我们觉得电
影 《白鹿原》起码有两个硬伤：一是叙事偏差，

二是人物形象模糊。由于时长和叙事时空的限
制，取舍得当是电影能够成功改编长篇小说的重
中之重，但是在这一点上，电影 《白鹿原》对小
说的改编显然出现了叙事偏差。小说 《白鹿原》

以白、鹿家族的政治、经济、阶级、道德角斗为
叙事主线，展现了一幅由社会变迁、人性情欲、

儒家道德传统组成的宏伟历史画卷。而电影则将
作为两姓家族斗争表征的田小娥情节，由副线上
浮为主线，以期表现 “中国式欲望”。小说浓墨
重彩塑造的儒家传统文化的忠实实践者———白嘉
轩，在电影中则成为了连接情节的功能性角色，

只是由被镜头人为地推向特写来强调其名不副实

的主角身份。加上在原著中负载儒家道德传统和
乡土中国之灵异与神秘的朱先生的抽离，电影几
乎放弃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阐释，让人叹惋小说
厚重的文化寻根意义被剥离。当然也并非说电影
拍 “小娥传”就绝对是不可以的，如果能表现好
田小娥的反叛性与原始强力也是有意义的。原著
在表现反叛者形象时，首先花大手笔塑造了白嘉
轩作为儒家文化与乡村传统道德相结合的化身的

强大形象，通过反叛对象的坚不可摧来突显田小
娥等反叛者蚍蜉撼树式的徒劳。而正是这样一种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与勇气才是最动人的。

陈忠实因此才塑造出了形象鲜明的田小娥、黑娃
和白孝文。但是在电影的人物塑造上，连反叛对
象都面目模糊，反叛者的反抗精神又从何体现
呢？田小娥、黑娃、白孝文的反叛性的削弱，使
得他们行为动机不明、性格模糊，而他们三者的
感情纠葛也因此落入三角男女关系的俗套。

诚然，《白鹿原》这样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极有分量的史诗巨作，改编成电影的难度是非
常大的，称其改编电影为 “史上最难拍的电影之
一”并不为过。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电影制作团队
的难处。但是，在一部电影是否有其灵魂和精神
内涵的根本问题上是不能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的。而电影 《白鹿原》暴露出来的实质问题恰恰
就在这里：抛弃了原著深刻的精神内核，也没能
建立起新的精神内涵。

二、导演与作家：独创性的流失与文学的失语

电影 《白鹿原》让人感觉，原先在 《月蚀》、
《惊蛰》、《图雅的婚事》中很会讲故事的王全安
突然连故事情节都讲不清楚。应该说 《白鹿原》
的不足并非是因为王全安的水平猛然下降了，而
是与他在向体制内和市场回归的转型之路上独创

性与自主性流失密切相关。王全安转型的尝试，
也让我们注意到第六代导演在急切地向第五代电

影人看齐，力图抓住文学这根 “救命仙草”的愿
望。第六代电影人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背景下
毫无防备地卷入了陌生的电影市场竞争中，他们
无法在体制内实现艺术理想，又在第五代电影人
闪耀光环遮蔽下显得茫然若失，于是他们在创作
之初 “被迫从话语中心回归到普通人中间
来”［４］１６０，关注边缘群体，甚至表现导演本人的
生命状态，使他们的作品普遍带有明显的自传体
色彩。这种创作方式不仅使 “第六代”的大多数
成为 “边缘的小制作群体”［４］１６０，也使得他们的
电影独创性非常强，而文学改编电影则少之又少
———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叙述方式要与导演的个体
生命状态相契合是非常困难的。与乐此不疲地从
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的前辈电影人相比，“第六
代”这种独创性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然而一方面
由于在中国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传
统，文学在中国人心中一直是高于其他艺术形式
的正宗，电影与文学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找
到了正途，从而使电影创作者很难摆脱对文学的
依赖，第六代电影人当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由
于前辈电影人，尤其是第五代电影人在与文学的
合作中确实创造了可观的商业价值， “第六代”
中的部分电影人为了向体制和市场回归，便放弃
了艰辛的电影独创性探寻之路，转向对文学的依
赖，从而走了第五代电影人的老路。然而电影
《白鹿原》让人感慨， “第六代”仅仅对 “第五
代”已经拍滥的 “民俗电影”的摄影语汇进行了
效仿与重复，并没有习得 “第五代”中的一些优
秀导演在文学改编问题上的可取之处。而电影
《白鹿原》暴露的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正视
电影与文学的非良性互动给双方带来的尴尬。
纵观中国当代的文学影视改编状况，虽然不

乏许多成功的改编之作，如：《祝福》、《围城》、
《芙蓉镇》、《甲方乙方》等。但也确有不少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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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者只是热衷于从文学中挖掘题材，将文学看
作是剧本的 “素材库”，或是 “故事集”。很多影
视作品更是直接从文学作品中抽离出故事情节的

空壳，而将其饱满的精神内核随手抛弃。影视改
编者的这种行为与其说是与文学合作，不如说是
对文学的一种寄生。而这种投机取巧加重了当下
影视作品的粗制滥造与媚俗化。在影视寄生性的
另一面，则是文学在强势的影视媒体面前表现出
的曲意迎合和失语困境。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
着影视的强力拓展，文学渐渐开始依赖影视媒介
获得社会话语权。在影视更广泛的影响力下，王
朔、苏童、莫言、池莉、张抗抗、阎连科、二月
河等作家在作品被搬上荧幕之后，知名度和社会
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图书销量激增带来的
经济效益也让他们名利双收。更有一些原本不知
名的作家凭借某部作品的影视改编剧一夜成名。
如此一来，有些作家在受益于影视包装带来的巨
大经济收益与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似乎对影视的
改编内容并不十分关注，或者说也丢失了发言
权。与此同时，一批更激进的作家用 “触电”方
式来拓展生存空间和传播渠道，但是他们在影视
媒体的强势姿态下不得不做出的文学方面的让步

是不言而喻的。自然由于影视媒体对受众的影响
力要远远大于印刷媒体，因此影视对文学作品的
曲解误读将会对文学作品的传播造成非常不利的

影响。电影 《白鹿原》的改编或许多会给没有读
过小说的观众灌输对原著的误解，诸如影片将原
著的 “白”底色换成了麦浪滚滚的 “黄”底色，
就引来不少观众对小说题目的纳罕：“怎么不是
‘黄鹿原’？”即使一些观众观影后补充了对原著
的阅读，也不可避免得受到先入为主的视觉影像
的影响。而读者一旦形成 “影视化”的阅读趣
味，又会反过来影响作家的审美判断和写作方
式，从而造成 “作家迎合影视，影视影响受众，
受众趣味引领市场走向，市场又迫使作家曲意迎
合”的怪圈。

三、成功的期冀：平等而自主的良性互动

在当今，显然文字传播已让位于视听兼备的
影像传播，但文学的影视改编也 “为其提供了一
种新的接受途径———视听感知”，文学接受进入
了 “文字阅读和视听感知相结合的 ‘共读’时
代”［５］１１。这对文学来说虽然意味着挑战，但是

也为扩大文学传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途径。文学
借助影视媒体来拓展传播渠道、扩大社会影响力
是应有之义，也是明智之举。当然对于文学与影
视的关系来讲，影视媒体不应仅是可供依附的藤
蔓，而应是平等合作的伙伴。文学只有在坚守艺
术精神与独创性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传播媒介变革

带来的契机，才能在与影视结盟中获得新生。
另一方面讲，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美术、

音乐、文学等艺术形式齐头并进的情况不同，在
中国，文学凭借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传统，得以根
深叶茂、内蕴丰厚。而电影在中国则仅有百年历
程，其理论和实践的成熟度都无法与文学相媲
美。因此，电影很自然地会倾向于从文学中吸收
养分。张艺谋就曾坦言： “小说家们的好作品，
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都有深刻的内涵。这就为
影片在内容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自己
去写，说实话，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水平，没有
这种深刻的东西。”［６］诚然，从艺术表现形式上
看，影视与文学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没有孰优孰
劣之说，但是从思想内容上看，影视的确应对文
学作品中深刻的精神内涵和厚重的文化意蕴存有

敬畏之心。但这并不是要求影视改编要与文学原
著同声同气，而是强调影视在借鉴文学作品的结
构故事、人物关系以及创作风格的同时，更应重
视对原著深刻精神内核的把握与借鉴。张艺谋的
电影 《红高粱》、《活着》、《秋菊打官司》之所以
能改编成功，并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赢，除了因
他善于运用电影表现手法与叙事方式、大胆采用
独特的色彩与构图外，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改编
努力在原著的风格、意蕴传达、哲理呈现与导演
自身感悟之间寻找契合点；并能在电影中传达出
一种既借鉴原著又带有极强导演个人色彩的精神

内涵，从而给电影打上鲜明的 “张式烙印”。在
众多电影改编理论中，苏联电影批评家波高热娃
的改编理论相对辩证客观，她说 “不主张在改编
中一丝不差地照搬外部情节，而主张寻找一种新
颖独特的电影形式，努力在外部情节和内在形
象、原著哲理和新的时代精神之间寻找一种辩证
关系。”［５］１６这对中国的影视改编具有一定的启迪
意义。
对照而言，看得出在电影 《白鹿原》中，王

全安是具有从 “第六代”惯于表现的个人情怀走
出来，展现更大视界的雄心的。虽然由于多种原

·３７·



因，最终的作品差强人意，但是在中国电影处于
发展困境的局面下，他的这种突围与尝试还是值
得鼓励的。此外，影片对白嘉轩父子代际冲突的
表现、对女性形象的大胆塑造、对细节的精致处
理、对 “中国式欲望”的提出，也都表现出王全
安想要在电影中展现独特个性与关照当下世风的

努力。如果王全安不是用百米运动员的心态来对
待这次万米长跑 （改编），而是能踏踏实实地把
原著精髓读透，并与原作者陈忠实进行充分的交
流和沟通，从而在吸收原著深邃精神内核前提下
展现出 “第六代”独特的风采与他自己个人才华
的话，那么也许中国电影史上会多出一部具有厚
重感的史诗力作。
最后我们还要说的是，在对 《白鹿原》电影

改编深感遗憾的同时，更应该重视从中获得的警
醒和启示：电影与文学的良性互动必须以影视改
编对文学原著精神内核的尊重以及文学对自身艺

术独创性的坚守为前提。只有双方真正实现平等

而自主的互动，才能避免出现急功近利的缺憾。
为此，我们期冀王全安导演下一部成功改编作品
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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